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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家离汪曾祺家很近，
大概还不到一站地。离得近，且共
同的话题不少，有时专程去看他，
向他请教，有时在自由市场就碰
上了。有一天清晨，在自由市场看
到他在巡视，问他所为何来，他
说：“找牛尾呢，中午想喝牛尾汤
了！”类似这种场合，请教的，就是
关于“牛尾汤”的问题了。当然，生
活方面的问题，还有喝酒、品茶。
汪老是品味生活的大师，讲起来，
不光头头是道，而且津津有味。他
知道我亦有此好，时不时也提携
我一下，比如某日批评家何镇邦
率领某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杀上门
去，汪老亲自下厨煎炒烹炸，没忘
了来电邀我前去大啖，遗憾的是，
那次我家也有客人，只好辞谢。向
汪老请教的问题，也有文学的，比
如我问过他：“您作品的语言节奏
怎么拿捏得那么好？”他笑道：“别
无它法，多读而已。我曾把晚明小
品熟读于心，读到最后，内容可能

都忘记了，节奏倒留在潜意识里了。写文章写到某处，多
一字必删，少一字则必补，不然永远觉得系错了扣子，一
天过不舒坦……”短短数语，即令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
朗。

我和汪老混得这么熟，竟未能求得一幅他的字画，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每到文友家中，看见他们
把汪老的书法或水墨写意悬于堂上，总是提醒自己再见
汪老时一定莫忘求字求画，然而直到我搬了家，也没好
意思张口。

大约是199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张锲来电话相
约去看望汪老。那时我已经调到中国作协来工作，因为
俗务忙碌，也的确很久没有看望他了。听说他搬了家，且
曾对北京作协的朋友“骂”我：“建功这家伙，忙什么呢，
这么久没跟我联络了！”汪老的家搬到了虎坊桥附近，即
他儿子所在单位的家属房里。既是出谷乔迁，是不能不
参观一下的。没想到张锲和我随着汪老看他的新居时，
还是几位陪同前来的年轻同志发现了宝贝——他们从
汪老的字纸篓里找出了几团宣纸，抹平，如获至宝地跑
过来道：“汪老！您画废了的，我们可要了！”汪老还是一
如往常的神态，先是很平和地瞟去一眼，随即粲然地笑
起来，说：“哎呀，都是烂纸，你们真能翻！”他不再说什
么，走到画案前，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卷纸来——大概
都是他近期的画作。年轻人有足够的机敏，他们竟欢呼
起来，一张一张展看时，这个说：“汪老，我要这张！”那个
说：“这张是我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汪老是让我们
挑画。张锲乐呵呵地说：“你们这哪是挑画？你们这是抢
画来啦！”嘻嘻哈哈中，每人各执所爱，请汪老一一题签。
我选中的，是《升庵桂花图》——虬曲而上的枝丫顶部，
盛开着黄灿灿的桂花。环绕画面的，是汪老的题诗：“桂
湖老枝发新枝，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
词曲罪臣诗。”诗后加注曰：“升庵祠在新都桂湖 环湖
皆植桂 1996年新春 是日雨加雪 持赠建功 汪
曾祺”。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园我是去过的。这里是明代杨
慎（升庵）的故居旧址。杨升庵于明正德间高中状元，授
翰林修撰。嘉靖时因“议大礼”而罹祸，谪戍云南永昌，流
放终生。据《明史》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
第一。诗文外，杂著、散曲，皆有成就。“一种风流谁得似，
状元词曲罪臣诗”之感喟，即由此而发。据说，现新都桂
湖，“环湖皆植”之桂，即为当年升庵所植也。8月时节，桂
花盛开，香气袭人。品画赏诗，当时便与汪老相约，何时
随他新都重游？汪老莞而一笑，说：“你太忙。”

2005年岁末，我再游新都桂湖时，汪老已经去世了。
新都区政府在桂湖公园碑林举行了一个作家和读者见
面会，川外作家有王蒙、舒婷、叶兆言和我，成都作家有
魏明伦等出席。主办者请我主持会议。从北京起程时得
知这一消息，我特意带上汪老所赠画卷与会，主持之始，
即先行展示之。

此时回想起当年抢画情景，不由得你不感叹唏嘘。

几年前，文学馆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文人
的另一种交往》。书中收文不足百篇，却有三篇写
到汪曾祺，而且都与画有关：一是《汪曾祺的画》，
二是《汪老赠画》，三是《在汪曾祺家抢画》。三篇
文章分别出自邓友梅、张抗抗、陈建功三位著名
作家之手，所记均趣谈珍闻，读之饶有兴味，诚如
主编陈建功作书“序”所说：“在历史的沉浮与人
生的跌宕中，文人们留给历史的，并不仅仅是著
述，还有无数鲜活的个性呈现、无数美好的交往
佳话。本书正是从一些具有纪念意义、堪可回忆
的物品入手，选取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
与艺术家之间以及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感人故事，
从中应可看到现当代中国作家们立德立功立言
的身影，更可领略作家们情感之深厚、友谊之坚
贞、为人之方正、个性之独特。”

汪曾祺的丹青功夫，完全是自学而成。有家
学渊源垫底固然重要，但天资才华与机遇自然更
是不可或缺。邓友梅说过，汪先生的画缘，始自被

“错划”后发配东北一家农场劳动时：“农场要编
本有关农作物的通俗教科书，领导给他个改造机
会，叫他为那本书画植物标本。每种作物叶子什
么样，花什么样，果实什么样，都照原物一笔一画
地描下来（就像《本草纲目》里的插图）。”邓先生推
测，“他就是那时才发现自己的绘画天才，并从此
养成了画画的习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后成兴
趣成爱好成专长。一切都似在顺承自然不曾经意
之间，又一切都能克艰克难水到渠成。没想成名却
成了名，没想成“家”也成了“家”。汪先生的艺术生
命之路，实在是既平凡又伟大！

遗憾的是文学馆藏品中似乎没有汪曾祺的
画（起码 2000 年以前的账目上未见登记），所以

《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中只收录了由臧克家先
生捐赠的他的一幅字，写的是他的一首七律“旧
作《岁交春》”：“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
春。鸡豚早办须兼味，生菜偏宜簇五辛。薄禄何如
饼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
沿河柳色新。”字幅上除钤有“汪曾祺印”外，还另
盖一闲章“岭上多白云”。这幅字写于“1996 年
冬”，距其1997年5月16日辞世只有半年左右时
间，但诗中却看不出一点日薄西山老之将至的凄
清与落寞，而是充满了生活的兴致与热情。汪老
是诗人又是美食家，所以有本事把食材变“诗
材”——鸡、豚、菜、饼、酒，荤的素的吃的喝的上
个齐全不说，就连葱、蒜、生姜等佐料 （“五
辛”） 都没落下。信手拈来的诗句诉诸信笔挥
洒的书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读其诗品其
字，最触动心魂的，是那种柴米油盐喜怒哀乐

的人间烟火气息，是那种把酒黄昏采菊东篱的恬
适氛围。

除了字，还有几封他写给朋友的信函，也藏
在文学馆的手稿库中。汪曾祺是散文圣手，他写
的信，从结构到语言都像散文一样美。干净简洁
温润淡定的文字，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与厚重的友
情，更有掩不住的见识与学问时时跃动其中，读
之确有怡颜养心之感。这里不妨照抄几例，以其
原汁原味与读者诸君共享。

例一
萧乾同志：
不知道你从南朝鲜回来没有。
听说你养乌龟，有这事么？
江苏的 《东方记事》 将改版，由北京的朱

伟任特约编辑，他来找我谈了一次。拟开的栏
目颇吸引人，其中有些富有刺激性，如“灾难
报告”（专报中国的灾难），“文革研究”。也有
比较“中性”的，如“两地书”（载海内外学者
来往书信）。有一栏是专载文人的业余爱好的，
他们原拟栏名为“兴趣和乐趣”，我改名为“四
时佳兴”。他们让我主持这个栏目。我想约你写
一篇“养乌龟”，如何？

这个刊物得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他们希望办
得高雅一些，像《大西洋》那样。希望你能支持。

“养乌龟”如不合适，可另改题目。
即候 盼安！我的地址是 蒲黄榆路 9 号楼

12层1号 电话：763879
汪曾祺
9月6日

例二
友梅：

《鼻烟壶》写得怎样了？
有一本《鼻烟谱》（原书似名《洋烟谱》），好像是

赵之谦写的，我曾看过，《香艳丛书》好像收入的，此
书你不知道看过没有？如未看过，可找来看看。

卖鼻烟的铺子里挂的小横匾上写的字：“可
以醒脾”。这是我在长沙一家老鼻烟铺里见到的，
可说贴切。

廊房头条一家高台阶小门脸的铺子，是专卖
鼻烟的，梨园行中人常于早晨遛鸟之后往彼小
坐，这家似叫蘭什么斋，到处贴的是时慧宝写的
魏碑体的字和很俗气的“螃蟹兰”……叶片披纷
如蟹脚。

我今日晚往徐州去讲他妈的学。去年他们就
来过人，我当时漫应之曰：“明年再说吧。”我早已
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人家当了真事！以后该断然
回绝的事则当断然，不可“漫应”也。徐州倒也应
该去看看，顺便还到连云港去两天，大概月底可
回京。

你们的画我一直记着的，我一直在找一个好
的燕子的形象，还没找着。我想把燕子画得很黑，
羽毛周围略泛紫光，后面用宋人法画梅。

斤澜荣归作汗漫游，闻尚未回。南方冬冷难
耐，不如仍到北京吃涮肉为好。

我近来身体颇佳，肝脏似无问题，3T 正常，
转安酶降至143。唯觉无所事事，只是看舒克申小
说消遣耳。

即候俪安！
曾祺

十一月廿四日
例三
巴先生：
前两天在我们这儿的图书室里翻了翻 《六

人》，看了那个后记，觉得很难过，看到您那么
悲愤委屈，那么发泄出来……强烈极了，好些
天都有那么个印象。……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歌
舞晚会，睡得很晚，今天一天精神很兴奋，应
当睡午觉时候睡不着，想着要给您写一封信，
想问候问候您。

一直常常想起您。
我不在武汉了，回北京来了。我说是“回”，仿

佛北京有我一个根似的，言[这]也就是回来的理
由吧。主要的是施松卿的身体不好。我在北京市
文联。北京市文联在霞公府 15 号——北京饭店
后面，您大概晓得那条街的。

章靳以来北京，见到两次。一次是在英雄代
表大会上，一次是在吉祥听昆曲。他大概是今天
十一点钟的车走吧。我听说劳模英雄是在那一班

车走，那他可能一齐走。他大概会谈起听昆曲，因
为会谈起卞之琳，谈卞之琳听游园。有些话是我
告诉他的。不过我后来又想还是不要多谈卞之琳
的“检讨”的事吧，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全面，断章
取义的可能不好。

昨天那个晚会好极了，是新疆、西南、内蒙、
吉林延边四个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的，超过
了北京和全国的歌舞水平，靳以要是昨天没有
走，他一定也会谈起的。

听说您下月要来？确么？
曾祺

十月七日
以上三例信函，应以致巴金的一封为最

早。之所以将其放在最后，是想介绍一点它的
背景：1949 年 9 月，巴老翻译的 《六人》 由文
化生活出版社初版。1950 年 5 月，汪曾祺由武
汉调北京市文联工作，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这本
新书。让他“觉得很难过”的，应该是巴老写
在《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三年前开始翻译
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
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
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
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
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
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 （有那些书，和那些书
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
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
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
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
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
实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申冤。然而在
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
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
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

汪曾祺一贯追求的是和谐的生活情调与人
生境界，巴老的沉重诉说，自然令他痛心，于
是赶紧致信问候。好在就在同一篇 《后记》
中，巴老还写了下面一段文字：“译稿发印以后
我去北平住了一个多月。我过了四十天的痛快
日子，看见了许多新气象。我摆脱了三年来压
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那种梦魇的‘友情’。因
为我在北平得到了真正友爱的温暖。”这段文
字，想来是能让汪老的“难过”有所缓解的。
由此想到文学馆编辑的 《文人的另一种交往》，
如果汪老在天有灵，肯定会为书中所写那些发
生在文人间的“美好的交往佳话”而回眸慰笑
吧？

书法的传承得以体现文化的传承。书法
的“文脉”在体现书写者的思想和智慧层面的
同时，又通过书写者的具体书法作品形式表
达出来。书法不同形态的传承一方面是对“传
统”规范的“接着讲”，而另一方面是对“传统”
意义上的生发生成，也即“创新”。正是这样，
书法“文脉”才得以薪火相传。被学界誉为“中
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作家汪曾祺的书法作
品所承载的书法文化精神正体现了书法“文
脉”的这种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发展。

一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的地主

家庭，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其祖父汪嘉勋是清
朝末年的拔贡，喜爱收藏古董字画，汪氏从小
就受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熏陶。对中国传
统书画的感知，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艺术
气质和审美趋向。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多才
多艺，温文尔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汪曾祺
把看父亲画画作为美感对象去感受、体察，变
为自己的艺术库存，从而为他以后从事国画
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童年时，汪氏就显示
其聪明过人的天赋，仅凭着对艺术的悟性，在
小学时就有画名。

汪曾祺走出高邮之后在昆明度过了7年。
其中在中文系生活的4年里，影响他最大的人
是沈从文先生。汪曾祺认为自己从沈先生那里
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
有用”，并认为“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
课堂上要大得多”。沈从文很早就对历史文物
有很大兴趣，在小楷和章草书法艺术上也有独
到的造诣。汪曾祺经常带着文稿到沈先生家请
教，同时则可趁机观看沈收藏的文物、工艺品
等。汪氏还常陪沈从文老师去昆明遛街，看市
招、赏鉴古董、欣赏字画。汪氏在与老师沈从文
的接触中，不仅学其写作的方法，还跟他学习
了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诸多文物知识。

二
大凡有志于书法者，必以前人为师，以古法

为宗，从临习经典书法碑帖开始，这是研习书法
的基本途径。汪曾祺认真地临习过一个时期的
字帖，有书法童子功。十多岁的时候，大字临习
过裴休的《圭峰碑》，小字写过赵孟頫的《闲邪公
家传》。因为汪曾祺写字用功，得到祖父奖励的
一块圆形的猪肝紫的端砚和十几本初拓的字
帖，其中有颜真卿的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

《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等。后来，汪曾
祺师从一个擅长书写魏碑的韦子廉先生学习桐
城派古文，并临习颜真卿的清秀一路的楷书《多
宝塔》。为了能够使字有骨力，汪曾祺遵父命临
习《张猛龙碑》，每天要写满一张二尺高、尺半宽
的纸张。这使他终身受益，他的字的间架用笔还
能看出师法该碑痕迹。

汪曾祺认为，写字除了临帖外，还需“读
帖”。他认为读帖首选“真迹”，可以看出纸、
墨、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运墨”；在真迹不
易得见的情况下，则可看看珂罗版影印的原
迹；再其次，就是最好看看旧拓石刻的初拓
本。汪曾祺比较喜欢《张黑女》字，认为“《张黑
女》属北书而有南意，并以为是从魏碑到二王
之间的过渡”，此非虚言。他看《兴福寺碑》，认
为“赵子昂的用笔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应酬
尺牍那样柔媚”。读影印的颜真卿的《祭侄文
稿》后，他才知道颜真卿的书法流畅潇洒，用
笔并不都像《麻姑仙坛记》那样见棱见角的

“方笔”，并对颜书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他喜
读宋四家的书法，认为“宋人字是书法的一大
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并同
意学界的“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
开，想要升入晋唐，就不可能了”的观点。汪曾

祺的书法中有米字趣味，加之《圭峰碑》《多宝
塔》和《张猛龙》的书法功底和其他书家作品的
影响，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家风范的一种行楷字
体。他曾自评所写的字，认为“书字解规矩，少
逞意作姿态，当得少存韵致不至枯拙如老径生
否耶”。确为的评。

三
历代书画家多与酒的渊源深厚。在酒的助

兴与滋润下，书画家的豪情在乘兴挥洒中得以
宣泄和表现。汪曾祺也喜欢微借着点酒劲儿，
在半醉半醒、半人半仙的状态中挥洒书画。他
认为“书家往往于酒后写字，就是因为酒后精
神松弛，没有负担，较易放得开”。汪曾祺喜欢
喝酒，在身体生病时，偶尔也会喝点。他曾对家
人说过，如果让他戒了酒，就是破坏了他的生
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有什么意思！”汪曾祺
一生与酒为伴，酒“使他聪明，使他快活，使他
的生命色彩斑斓”。他曾在大理酒后写了一副
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因字
少，用的是隶篆字体混杂的“破体书法”。汪曾
祺认为写此幅书法作品时喝了点酒，字写得

“飞扬霸悍”，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汪曾祺的书法作品和国画题字中较多采

用了“破体”书法形式创作。相较于“篆隶楷行
草”五体书法的定体书法而言，破体书法是一
个具有艺术创新魅力的关键词。不破不立，书
法创作尤其如此。书法学者彭砺志认为“破体
主要是以书体观念形成后，对相关定体及与
这些定体直接联系的书家风格所进行的变
革”。破体创新，可使得书法作品创作永葆艺术
活力。汪曾祺的破体书法创作，运用娴熟。汪曾
祺曾为高邮市文联主席姜文定题书斋名“半心
居”，楷篆杂糅，“心”为篆字书写，“半”、“居”为
楷。题赠金实秋“大道唯实、小圆有秋”联，楷、
篆、隶杂糅，落款为小行楷，很有特色。此外，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八言
联，也采用了“篆隶行楷”四体杂糅的创作手
段，此幅作品足可成为汪曾祺“破体”书法创作
的代表作。1987年4月，汪曾祺的画作《李长吉》
的款识“李长吉”，“李”、“长”用的是篆书繁体形
体，“吉”用楷书，款识日期用的是行楷书题写，
题画书法与画面抽象的线条相得益彰，并增加
了线条的厚重感。

四
中国传统书法非常讲究书家的人品、道

德及其学识修养与作品相一致的问题。汪曾

祺认为从“人品和书品的关系”上来评价蔡
京、赵子昂、董其昌等书家的书法艺术，太简
单化，有失公允。汪曾祺认为写字能放得开并
不容易，蔡京“字的好处是放得开，《与节夫书
帖》《与宫使书帖》作品即可为证”。

汪曾祺认为“自古以来很多文人的字是
写得很好的”，但也有文人的字写得不好，
汪氏见过司马光的作品，“字不好。……但
他的字有味，是大学问家的字。大学问家写
得不好的还有不少，如龚定庵。他一生没当
过翰林，就是因为书法不行。他的字虽然不
好，但很有味。这种文人书法的‘味’，常
常是职业书法家所难达到的。”（《文人与书
法》） 可见，艺术修养深厚的汪曾祺对文人
的字自有审美标准，他点评古今书法名家，
也很到位，他认为“苏轼的字太俗，黄山谷
的字做作”。汪曾祺认为启功的字书生气重，
不适宜放大，放大易单薄。陈叔亮字功力深
厚，虽枯实腴，但其用笔少瘦，喜作行草，
但于招牌不甚相宜。

汪曾祺认为招牌字写得美观很重要，若
写得“愤愤不平的大字，也许会使顾客望而
却步”。他欣赏“清雅无火气”的字，认为
看“招牌上骨力强劲而并不霸悍的大字”，
是一种享受。他认为从北京街上的招牌字
上，就能看出现在“北京人的一种浮躁的文
化心理”，希望“北京的字少一点，写得好
一点，使人有安全感，从容感”，并认为这
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加强绿化。汪曾祺在

《字的灾难》 一文中，对当红书家刘炳森、
李铎的招牌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直言呼吁
刘炳森和李铎“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
任”和“市民的审美心理”，而不仅仅只是
照顾老板、经理的商业心理。

五
除写字外，汪曾祺还擅长画画。汪曾祺

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主要受其父亲画写意
花卉影响，而领会到绘画的用墨、用水、用
色等方法，还学会了画花头，定枝梗、布
叶、钩筋，收拾、题款、盖印等技巧。汪曾
祺喜欢徐渭、陈淳、李鱓的花鸟画，但临摹
的不多，故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汪氏的花鸟画
多“以意为之”，并信奉齐白石的“太似则媚
俗，不似则欺世”。汪氏认为不是自己有意求
其“不似”，而“实因功夫不到，不能似耳”的缘
故。汪氏希望自己的画能“似”的。他认为当代

“文人画”多有烟云满纸，力求怪诞者，若以齐

白石的话来作为衡量标准，则为“欺世”。
汪曾祺说自己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

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认为“中
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他常有意识地把后期印
象派方法融入国画。他曾画过一幅紫藤，满纸淋
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他给这幅画起名

“骤雨初晴”。朋友说此画很有意思，“能看出彩
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汪曾祺认为“画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
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
以发一点牢骚”。汪曾祺认为题画应有三要：
一要内容好。内容要有寄托，有情趣；二要位
置得宜。题画虽无一定格局，但总要字画相
得，掩映成趣，不能互相侵夺；三最重要的
是，字要写得好看一些。字要有法，有体。
汪氏作书作画不守旧法而变化多端，诗、
书、画在他身上融为一体，随手拈来的诗
词、书法、绘画佳作，灵动别致。他的书画
题跋，一改平时书法创作的字字独立的安
排，字与字之间的牵丝引带，题字与画面的
和谐统一，字体圆润生姿。

书画创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达，和文
学表达应是一样的东西，也是创造一种格
局。汪曾祺的书画艺术修养，在丰富其小说
创作的同时，也得以让他在落难的暗淡时期
享受到了几分悠闲的快活时光——下放农科
所的时候，汪曾祺因擅长美术能独自画马铃
薯的标本，而免于下地干活。绘画性思维在汪
曾祺的文章中表现得很典型，如《天山行色·
天山》一文，则运用了中国山水画的术语皴擦
等绘画技法名词进行了描述，“天山大气磅
礴，大刀阔斧。一个国画家到新疆来画天山，
可以说是毫无办法。所有一切皴法，大小斧
劈、披麻、解索、牛毛、豆瓣，统统用不上。天山
风化层很厚，石骨深藏在砂砾泥土之中，表面
平平浑浑，不见棱角。一个大山头，只有阴阳
明暗几个面，没有任何琐碎的笔触。天山无奇
峰，无陡壁悬崖，无流泉瀑布，无亭台楼阁，而
且没有一棵树——树都在‘山里’……”

汪曾棋不仅擅长国画，还谙熟中国传统
画论，他将“留白”这一绘画术语引入到他的
文论中，说：“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
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
（《思想·语言·结构》）“留白”是中国传
统绘画艺术中的术语，意即在画面上有意留
出一些空白，但这些空白处并非真正的无，
而是虚中有实，以实生虚，计白当黑，无画
处皆成妙境。汪曾祺谈到的小说“留白”艺
术，与绘画艺术的留白一样，符合人们所崇
尚的“虚”与“实”的辩证统一。汪曾祺的
文学创作深得绘画艺术之神韵，对绘画技巧
的借鉴和融通，拓展了他文学创作的表现空
间，如汪氏在 《岁寒三友》 中对平民画匠靳
彝甫的描述；《鉴赏家》 里对果贩叶三和大
画家季陶民的描写，因较强的可视可感性，
增强了文学艺术魅力的同时，使读者从中领
略到了文学与绘画艺术交叉融合而获得的相
得益彰的效果。

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汪曾
祺，把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与释家的

“境界”一并纳入自己的艺术思想的文化体系
中，构成其精神内核，实现了儒道释的和谐统
一、圆融无碍。汪曾棋一直把画画、习字当成
是“遣兴自娱”的文章余事，但其文学创作与
传统书画美学相互生发，构建了一片令时人
难以企及的文学艺术天空，而这片天空已随
着汪氏的逝去而逐渐黯淡。当今是一个人文
精神式微的时代，各行业分工愈加精细，琴棋
书画则已成了专门家才独擅的技能。而探究
汪曾祺的艺术思想和书法文化，能给予我们
诸多启示。

汪曾祺与书法文化
□孙晓涛 李继凯

汪曾祺的一幅字与三封信
□许建辉

汪曾祺致萧乾的信

汪曾祺致巴金的信

汪曾祺致邓友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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